
·读史札记·

《四裔编年表》与
晚清中西时间观念的交融

Ξ

邹振环

　　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刊的少量历史译著中 ,1874 年出版的《四裔编年表》被认为是晚清第一

部专门介绍西方历史的年表体著作①,熊月之也认为该书“用年表体例 ,以各国帝王、总统沿革为

经 ,以各种种族、政教、争战之事为纬 ,叙事清楚 ,语言简洁 ,是人们了解世界历史的实用工具书”②,

在史学史上的地位理应得到高度评价。遗憾的是至今尚无专文就该书加以讨论 ,不仅如此 ,不少研

究纪年的学者还有误解 ,认为“我国辛亥革命前 ,天主教书籍已偶用公元纪年”,对何时使用基督纪

年 (现称公元)这一问题基本上处于盲点。③ 笔者不揣浅陋 ,尝试分析该书的体例与特点 ,并进而就

该书对于晚清中西时间观念交融的意义 ,提出粗浅之论 ,以就教于方家。

一、《四裔编年表》的体例和特点

《四裔编年表》是一部由来华美国传教士林乐知 ( Young John Allen ,1836 —1907)与中国学者严

良勋 (1845 —1914) 、李凤苞 (1834 —1887) 共同编译的介绍西方历史的年表体著述。④ 该书上起少

昊四十年 (B. C. 2349) ,下迄同治元年 (1862) ,按照历史的演变进程 ,将东西方错综复杂的历史素材

按序列先后 ,逐年排列各个时代主要国家的盛衰沿革 ,将头绪纷纭的历史事件提纲挈领 ,并与中国

年号相对应。原本英文名称 The Book of Dates ,传为英国人博那 ( Henry George Bohn) 著。⑤“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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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唐才常 :《史学论略》,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 :《唐才常集》,中华书局 1980 年版 ,第 41 页 ;熊月之 :《西学东渐与晚

清社会》,第 539 页 ;〔美〕贝内特 :《傅兰雅译著考略》作“Bohn’s Series”,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 1967 年版 ,第 105 页 ,贝氏书中将

《四裔编年表》误写成《裔编年表》。博那 (1796 —1884) ,英国通俗读物的出版者和作家 ,曾出版大量的“博那系列丛书”,内容涉及

科学、古典学、小说、历史和经济学等领域。

林乐知、严良勋译 ,李凤苞汇编 :《四裔编年表》,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本 ,无出版者记录。下文径引页码。

参见刘乃和《中国历史上的纪年》,《文献》第 19 辑 ,1984 年 3 月。

熊月之 :《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519 页。

姜鸣 :《李凤苞》,沈渭滨主编 :《近代中国科学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161 页。

本文初稿曾提交河北师范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联合主办的“晚清改革与社会变迁”———第二届晚清史国际

学术研讨会 (承德 ,2007 年 8 月) ,承姜涛教授的评议指正 ,促发了作者的进一步思考 ;此外 ,本文的修改还吸取了匿名审稿人的具

体意见 ,特此鸣谢。



裔”,在传统中国史书中是凸显传统“华夷秩序”的一个专门术语 ,指代四方极远之地①,此时被用来

指称除中华以外的所有地区和国家。

《四裔编年表》全书共分四个年表 ,每个年表一册 ,共四册 ,各自计页。最高一栏为中国的帝王

纪年 ,最下一栏为西历。“年表一”52 页 ,依次列出的“四裔”有日本、印度、波斯、小亚细亚、亚西里

亚·巴比仑·亚里亚、巴勒士登、希利尼 (希腊古名) 、埃及 ,起于少昊四十年壬子 (B. C. 2349) ,迄于汉

哀帝元寿二年 (B. C. 1) 。“年表二”52 页 ,依次列出的“四裔”为日本、印度、罗马、日耳曼 (及北方诸

国) 、白里登 (英吉利古名) ,起于汉平帝元始元年 (公元 1 年) ,迄于宋太祖建隆三年 (962) 。根据历

史演变的日益复杂增加比较的事项 ,如自东晋安帝隆安四年庚子 (400) 起 ,在中国纪年后依次列出

日本、印度、波斯、东罗马、西罗马、日耳曼、白里登 ;至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 (427) 依次列出日本、印

度、波斯、东罗马、西罗马、日耳曼、荷兰、法兰西、白里登、亚非利加 ;其间还增加意大利、西班牙、丹

麦、阿剌伯等。“年表三”53 页 ,自宋太祖乾德元年癸亥 (963)起 ,迄于明景帝景泰四年癸酉 (1453) 。

在中国纪年后依次列出日本、印度、东罗马、意大利、日耳曼、荷兰、俄罗斯、丹麦、法兰西、英吉利、西

班牙、阿剌伯、阿非利加。“年表四”71 页 ,起于明景帝景泰五年 (1454) ,依次比较日本、印度、波斯、

意大利、日耳曼、荷兰、俄罗斯、挪威、丹麦、瑞典、法兰西、英吉利、西班牙、葡萄牙、土耳其、阿非利加

等 ,迄于清咸丰十一年辛酉 (1861) ,同治元年壬戌 (1862)有中国纪年 ,但无记载事项。除 1874 年江

南制造局刊本外 ,光绪二十三年 (1897)还有“仿江南制造局原本”刻印的《四裔编年表》,前有皇甫锡

璋《重刻〈四裔编年表〉序》,扉页上题有“续集嗣出”,估计皇甫锡璋原有编写“续集”的打算 ,但遗憾

的是 ,至今我们并没有找到“嗣出”的续集。

《四裔编年表》的编纂特点是以中国王位纪年和年号纪年为主 ,辅以干支纪年 ,将中国的纪年方

式与基督纪年结合在一起。采用中西合历的纪年方法能比较清晰地表现在同一时空背景下世界上

发生的历史事件 ,国家、民族间的互相关系 ,著名历史人物 ,重要的法令和重要的科技发明等。如年

表四 ,乾隆五十四年 (1789)所列 :日本 :“改元宽政 ,减荷兰使入觐仪。”波斯 :“色特马拉特兵败被擒 ,

六达夫安立即位。”日耳曼 :“曼民乱王 ,求援于法 ,法民亦乱 ,比利时叛。”布鲁司 :“王助匈牙利之叛

民。”荷兰 :“时有化学家三人 ,名贝止、地蛮得、鲁司得 ,始化水为养气。”俄罗斯 :“败土耳其于黑海 ,

与瑞人平。”挪威·丹麦·瑞典 :“瑞典君臣不和 ,英人来劝 ,丹、瑞息兵。”法兰西 :“度支大臣呢加罢 ,巴

黎司民乱 ,王如佛色黎。麦利巴始立筹国会 ,改称法国王为法人之王。”英吉利 :“王疾愈 ,王子淫侈

无度 ,王以北仑瑞家女加罗林妻之。是时法国大乱 ,英人聚议观衅 ,不与法事。”西班牙 :“议政大臣

聚议 ,仍许女主继位。”土耳其 :“王卒。墨西法得第三之子西令嗣立。”美利坚 :“始种木棉。各邦咸

奉政教 ,推华盛顿为伯里玺天德 ,约罕爱顿为副。”(第 52 页) 有的记载很详细 ,有百余字 ,如道光二

十年 (1840)条 ,英吉利 :“二月女主赘日耳曼公爵阿里巴得 ,十一月生女。北冰洋寻得新海滩五千余

里。定邮政 ,公私信件无过二十余文 ,伦敦大信局每礼拜有信三百万封。埃及督亚来叛土耳其 ,并

擗西里亚 ,英人攻之 ,亚来遁。英商贩鸦片于中国 ,两广总督焚其鸦片 ,逐其人。与得撒邦立约通

商。”而同年法兰西“公会取回拿破仑柩 ,葬以王礼 ,军民送葬者千万人 ,亲族则无一人。擒罗意·拿

破仑而囚之。”土耳其“与西、瑞二国立约通商 ,七月英、澳、布、俄盟于伦敦 ,谋逐以伯拉罕于西里亚 ;

英、澳兵船击埃及 ,克之。”同年关于日本的记载只有一个字 :“旱。”(第 66 页) 咸丰七年 (1857) 日本

“番书调所成”;“印度各邦合攻英军 ,英将海弗老击退之”;“波斯与英人战不克请和”;意大利“自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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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四裔”一词最早见之《左传》文公十八年 :“流四凶族 ,浑敦、穷奇、　杌、饕餮 ,投诸四裔 ,以御魑魅。”《十三经注疏》下 ,中

华书局 1980 年版 ,第 10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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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尼阿至阿其里阿 ,过地中海皆通电报”;同年奥地利“有人谋弑王而立沙非亚亲王 ,不果”。俄罗斯

“谋造火车路 ,需费十五千万金 ,向他国借之”。法兰西“王与英、俄、布、瑞士立约 ,议新赛推尔之地。

各国又与土耳其盟以定疆域 ,白弗里阿王来。”英国“欲通火力海得海口之路 ,以火药轰裂巨石。法

王来会。沉电线于大西洋。”(第 70 页)该书把各国并行或相继发生的历史事件 ,按照时间顺序加以

排列 ,有助于读者了解世界各国历史事件的互相联系 ,帮助读者从东西方并行的历史事件发生、发

展和演变的过程中 ,寻找世界历史发展的线索。而原书是一本不包括中国历史的世界历史年表 ,作

者博那不可能在原书中将中国王位纪年、年号纪年和干支纪年作为时间标杆 ,因此可以确定采取中

国王位纪年、年号纪年和干支纪年 ,而辅以基督纪年的时间形式是编译者的改编。

中国历史上有丰富的编纂年表体著述的传统。中国古代史学家曾通过天象实测和历象推算 ,

并依据文献记载来排列具体的历史年代 ,绘制成系统的年表。司马迁《史记》的《十二诸侯年表》和

《六国年表》等最早创立了年表的体例 ,以后不少正史中都有年表。明末清初万斯同撰《历代史表》

59 卷 ,补编了东汉至五代间所缺之表 ,共计达 68 种 ,成为史表体著述之集大成者。中国也不乏年

表体的专门著述 ,如宋朝李焘撰《历代宰相年表》,清朝齐召南和黄大华分别编《历代帝王年表》、吴

廷燮编《历代方镇年表》,乾隆年间有官修《历代职官表》等。年表体著述既有助于历史事实的考订 ,

又有着很强的政治性。在中国古代社会 ,没有一个超越帝王和朝代之上的统一的纪元 ,在古代史表

体著述中 ,汉武帝之前采用帝王在位的年序纪年 ,汉武帝以降则多以皇帝的年号纪年 ,而年号纪元

的一个致命缺点即纪元之间的纵时距离不容易考订 ,每个皇帝可以使用几个、甚至几十个年号 ,每

改用一个年号就要从元年开始 ,导致前后顺序很难一目了然。王位纪年、年号纪年与干支纪年相配

合 ,虽然也可以考订时间的先后顺序 ,但在传统以皇帝年号纪元的框架中 ,历史学家都尽可能地用

各种方式来体现自己的“正统”观念 ,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书写形式。如康熙年间命工部侍郎周

清源撰修《历代纪事年表》100 卷 ,上起帝尧元载甲辰 (B. C. 2357) ,下至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

(1368) ,计 3725 年 ,其表年经国纬 ,每年以甲子冠于上首 ,王朝次之 ,侯国又次 ,正统居第一格。章

学诚所编 5 卷本的《历代纪元韵览》,上起秦始皇十年 (B. C. 237) ,前有纪元年表 ,下迄嘉庆 ,依韵编

次 ,年号同者 ,又按正统、列国、窃据、篡逆、外国等依次排列。黄本骐编撰《历代纪元表》,用甲子序

年以系中国历史纪元 ,起自汉文帝三年 (B. C. 177) ,止于道光元年 (1821) 。表内正统年号皆用大字

填写 ,但三国之魏、吴 ,北朝魏、齐、周及辽、金二朝 ,也被黄本骐视为正统 ,由于一格之内双列横名容

易引起混乱 ,于是改用小字 ,使眉目更加清楚。至汉之新莽、唐之武周、东晋之十六国、五代之十国

等其他称帝号之政权 ,也用小字书写。黄本骐所编的另一本名为《历代统系录》的著述中 ,将起自三

皇五帝迄于明朝的史序 ,采用历代正统皇帝顶格 ,闰位及偏安者低一格 ,列国低二格 ,而所谓窃据篡

逆者低三格的格式排列。上古至周朝详附列国 ,秦汉以后详附窃据篡逆。历代帝王书其姓名、世

系、初封爵位及元年干支、在位年数、改元次数等 ,如非本支代立者 ,则说明继篡的原因及朝政得失

之最重要者。中国历史上正统僭位多达上千个年号 ,即使专业历史学家也很难完全分辨其前后顺

序。而《四裔编年表》因为没有记录中国 ,因此避免了传统纪年中的正统问题 ,显得简洁明了。

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指出 :“纪年者 ,历史之符号 ,而于记录考证所最不可缺之具也。以地理定

空间之位置 ,以纪年定时间之位置 ,二者皆为历史上最重要之事物。”① 钱玄同《论中国当用世界公

历纪年》一文指出 ,纪年是历史上一种很重要的符号 ,有了这种符号 ,才可由年代距离的远近 ,考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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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梁启超 :《新史学》,《饮冰室史著四种》,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1990 年版 ,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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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进退 ,事物的变迁。① 在传统中国的时间观念中 ,纪年这一时间单位的开始和终结都是以王

朝更替和帝王的在位年代来计算的 ,这种特殊的帝王纪年最早产生于中国 ,是与古代中国治乱兴衰

的易代观念相联系的。年号纪年最大的问题是不容易看出时代的先后 ,如唐僖宗乾符元年 (874)和

唐昭宗大顺元年 (890) ,只看年号纪年 ,不研究唐朝历史的人 ,都很难确定谁先谁后。即使熟悉历史

的人 ,也搞不清楚两个年号之间究竟差多少年 ,如果一年两个年号 ,如唐代宗永泰二年 (766)十一月

改元大历 ,永泰二年即大历元年 (766) ,很容易让人误解为两年。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指出 ,传统中

国“向以帝王称号为纪 ,一帝王死辄易其符号 ,此为最野蛮之法 (秦汉以前各国以其君主分纪之 ,尤

为野蛮之野蛮) 。于考史者最不便。今试于数千年君主之年号 ,任举其一质诸学者 ,虽最淹博者 ,亦

不能具对也。故此法必当废弃 ,似不待辨。”② 在中国传统的时间观念中 ,除了王朝更替的帝王纪

年时间单位外 ,还有一种与帝王纪年相匹配的干支纪年法 ,以 60 年为一轮的“干支”纪年纪月纪日

法 ,干支纪年既可以在王位纪年和年号纪年的框架下成为记数工具 ,也可以独立于王位纪年之外 ,

通过增加闰月和闰年来实现长时段记数。但这些中国传统纪年记数工具都有难以克服的缺点 ,即

无法成为一种无限性的记数工具 ,无论用王位纪年、年号纪年 ,还是干支纪年 ,都会产生“时序检核 ,

颇费精力。且历数屡变 ,推算尤感困难”之问题。③

虽然之前已经有过麦都思的《东西史记和合》这样中西比较的编年体历史著述 ,但麦都思是将

“西史”附和“东史”,将基督纪元屈从于中国王位纪年和年号纪年④,因此 ,中西两种时间观念在《东

西史记和合》一书中不是通过直接的方式呈现出来。而基督纪年法在《四裔编年表》中则是作为中

国王位纪年法的辅助形式出现 ,因此 ,可以认为在汉文史书系统中 ,《四裔编年表》是第一次以比较

完整的世界史编年的形式引入了另一种文化系统的时间观念。

二、学界的回应与中西时间观念交融的意义

1897 年皇甫锡璋在《重刻〈四裔编年表〉序》中指出 :“自我而外为四裔 ,中国史家通例也。阅至

今日会全球五大洲之人相与联盟 ,均为列国。由是而再执旧例以为之书 ,其不至于迷无瞀者几何 ?

若李凤苞之编《四裔年表》固旧例也。苟弗为之剖著明显 ,于今何裨焉。”⑤《四裔编年表》光绪二十

三年“仿江南制造局原本”(印本序言)表达了对于该书书名及记述范围和内容的不满。一部年表体

的历史书 ,最易引起讨论的还有年代的考订问题。同年 ,胡兆鸾《西学通考·西书》中称该书“托始于

洪水为灾之年 ,即西历前二千三百四十九年 ,迄于西历一千八百六十一年 ,凡四千二百一十年所纪 ,

皆亚细亚、欧罗巴、阿斐利加三洲 ;古今著名诸国及新辟美利坚各国之事 ,旁行斜上 ,体仿周谱 ,而以

中国纪年标于上 ,以西历纪年注于下 ,一展卷而知某国某事在西历若干年 ,当中国何帝何年 ,诚为俾

益后学不可少之书。惟其所用中国纪年颇有偏信竹书之过。”⑥ 关于后一点 ,吴趼人《二十年目睹

之怪现状》一书第 30 回《试开车保民船下水 　误纪年制造局编书》中 ,借书中人物方佚庐之口对《四

裔编年表》大大讽刺了一番 :称制造局里“编了一部《四裔编年表》,中国的年代 ,却从帝喾编起。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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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的书很少 ,也不敢胡乱批评他 ,但是我知道的 ,中国年代 ,从唐尧元年甲辰起 ,才有个甲子可以纪

年 ,以前都是含含糊糊的 ,不知他从那〔哪〕里考得来。这也罢了。谁知到了周朝的时候 ,竟大错起

来。你想拿年代合年代的事 ,不过是一本中西合历 ,只费点翻检的工夫罢了 ,也会错的 ,何况那中国

从来未曾经见的学问呢 ?”①

《四裔编年表》下迄同治元年 ,即 1862 年 ,当无问题。上起少昊四十年 ,即公元前 2349 年 ,就很

容易引起各种分歧。西史传说是年为天降洪水之年。但中国古籍记载 ,黄帝以下 ,逮周厉王 ,年纪

不同 ,世代乖舛 ,颇难折衷为一说。该书在周召共和元年 (B. C. 841) 以前 ,均按照《竹书纪年》,然

而 ,《竹书纪年》与他书所载时间迥异 ,对勘问题很大。如据《历代纪事年表》,少昊四十年当西历纪

元前 2476 年 ,与《四裔编年表》的纪元前 2349 年 ,相差达 120 多年 ,这也是引起吴趼人等批评的缘

故。② 尽管《四裔编年表》存在着很多时间考据上的错谬 ,特别是有关中国皇帝的年号和公元前干

支纪年的计算 ,但其中的基本史实还是可以参考的。③ 郭嵩焘在出使期间收到李凤苞的赠书后 ,称

该书系据“各国书史而汇编成书者”④;唐才常的《史学论略》也称该书是“通西史”的好书⑤,并在《各

国政教公法总论》等篇中多处引用该书的内容。如果我们只是将该书定位为一部便于参考和查阅

的通俗手册 ,该书则仍可属于晚清国人了解西方历史的一本不错的知识性读物。如梁启超在《西学

书目表》中就称该书“虽非完备而颇便检览”,同时也指出该书“舛错亦多”⑥;黄庆澄在《中西普通书

目表》中也称赞该书“极便查考”⑦;1902 年《增版东西学书录》“史志”称 ,该书中“种族变迁、政学始

末 ,与夫战争大局 ,一一俱载 ,颇便检阅 ,而舛错处亦不少 ,依竹书纪中国年代 ,尤其巨谬”⑧。该书

还在东亚地区产生了影响 ,如明治十一年 (1878) 曾有和刻本 ,日人广濑乘信训点。日本芦屋子著、

尚之补、大馆正材校正的《和汉洋年契》,将日本、中国与西洋纪年合编 ,上起中土盘古 ,下迄同治八

年 (1869) ,也可以视为对该书的模仿。英国人华约翰的《历代帝王年契》等教会方面所编的中西历

史纪年表也多采取这种模式 :“以耶苏纪年与中国年代并列 ,略无用处 ,早年教会之书多如此。”⑨

1904 年 1 月的《奏定大学堂章程》中“中国史学门”和“万国史学门”的科目 ,都将《四裔编年表》列为

史学学生的参考书 ,将该书与“历代帝王年表”、“纪元编”、“通鉴目录”和“世界大年契”等并提 ,作为

“年代学”的重要参考书。�λυ 可见到了清末 ,中国经历了一个时间意识的重要转变 ,基督纪年法作为

一种世界时间观念已为学界普遍接受。

人为的时间观念是文化的产物 ,接受一种异域的时间观念 ,也是在接受一种异域的文化观念。

值得特别提出是 ,《四裔编年表》所输入的西方时间观念及其与中国时间观念交融 ,产生的意义非常

深刻。首先 ,中国典籍的编纂形式是一定时间观念的反映 ,《四裔编年表》的译刊引发了学界关于中

西时间观念的多元性思考 ,形成了一批类似编纂形式的著述。个体人物传记反映着一种个人时间

观念 ;族谱和家谱反映着一个家族的时间观念 ;实录和起居注则反映着皇族的时间观念。传统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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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中国带有极强的政治性 ,王朝纪年在历史上是权力关系中的一部分 ,与儒家对政治合法性的

追求联系在一起。时间在中国王朝的政治性活动中具体化为一种客观存在 ,在官方史书中 ,时间化

为一种争夺统治和支配权的舞台 ,时间变化的重要性与王朝政治演变息息相关 ,时间的整体性呼应

着天地运行和宇宙之道。但这种纪年基本上忽略了发生在同一时间的外部世界的事件 ,特别是在

地理大发现以后 ,中国的王朝纪年还是将中国视为一个只是受到内部因素驱动的独立区域。采取

统一的历时性编年体的史书 ,可以通过历史的经线方便地看出历史事件演变的程序 ;而采用共时性

的排列 ,却能够通过历史的纬度让读者容易识别不同国家和文明之间的因果关系。在中国历史上 ,

共时性的政治文化区域内往往存在超过一种以上的政治性纪年 ,采用或抵制某种纪年代表着撰史

者的一种政治态度。因此 ,作为官方创办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 ,能够在编译《四裔编年表》的过程

中 ,接受当时在西方占支配地位的记历系统 ———公元纪年 ,并在同一时间序列下排列东西方各种文

明和欧亚大陆各种事件的演变 ,可以让中国读者改变原来的历史视野 ,超出王朝的局限而理解历史

发展的全貌。1895 年宋恕在《六字课斋津谈》中就指出 ,今人问世的“外史”,如《四裔编年表》等书 ,

“题名皆陋。将以尊内 ,适使外人笑我学者为井蛙 ,是反辱国矣。”① 事实上《四裔编年表》的编译即

表明了在西史编译上愿意接受某种多元性变化的态度。1890 年王韬也采用编年的形式编写反映

公元前 3000 年到 1874 年西方文化发展历史的《西学原始考》,其中年代系根据西方纪年 ,但附录相

应的中国纪年 ,在每一年代下 ,列举出在技术、科学、宗教、建筑、文学、商业等方面的重要事迹。如

“一千三百四十八年 ,元顺帝至正八年 :欧洲地震 ,英久雨 ,大水疫疠流行 ,其病若中国之霍乱 ,俗名

黑死 ,欧洲患此病而死者二千五百万人 ,伦敦一城共死十万人。一日夜死二百人 ,诚非常之灾异 ,欧

史所仅见也。”“一千六百六十九年 ,国朝康熙八年 ,奈端始作分光 ,白光入三角玻璃分为七色 ,再加

一三角玻璃 ,仍合为白光。”② 该书的编纂 ,显然受到《四裔编年表》的影响 ,但政治事件的内容很

少 ,且将西历纪年放到了叙述内容之首。清末另有《续四裔编年表》(《湘学报》本)和钱恂《中西纪年

周始表》(光绪甲午刻本)等③,都或多或少受到《四裔编年表》的影响。清末归曾祁所辑三卷本《四

裔制作权舆》是一部记载近代世界科技文化史的大事年表 ,采用的方式也明显受到《四裔编年表》的

影响 ,以中国历史帝系纪年 ,附署西历 ,记东西方各国科技发明以及重要文化典籍 ,上起帝挚、唐尧 ,

下迄光绪二十七年 (1901) ,记载英国始用机器纺织、美国始用火轮渡海、日本水户藩译刊的《大日本

史》,等等。

其次 ,《四裔编年表》所带来的世界史编年模式的重要贡献 ,还在于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一种中西

历史横向比较的思维方式 ,而这种思维方式也进一步触发和增强了民族的危机感。线性时间观提

供了一种发展演化的观念 ,而发展演化是与历史进步的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连续性的表述形

式和迭进的思考形式 ,为以后中国人接受西方进步主义作了重要的铺垫。年表是中国传统纪传体

史书的一部分 ,按照年代次序排列历史事件及人物的表格。司马迁《史记》有《十二诸侯年表》、《六

国年表》等 ,为现存最早的年表 ,以后的断代体“正史”中的《汉书》、《新唐书》、《宋史》、《辽史》、《金

史》、《元史》、《明史》也都附有年表。但这些年表均为中国的王位纪年和年号纪年 ,梁启超在《新史

学》中就指出 ,“纪年”作为“符号之优劣 ,有一公例 ,即其符号能划一以省人之脑力者为优 ,反则为劣

是也。”④《四裔编年表》正是符合了梁启超所言“能划一以省人之脑力者为优”的原则。其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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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位纪年和年号纪年之下附录公元纪年 ,从基督降生开始计算年代的方法 ,突出的要求是追求一种

准确的时间计算 ,使同一历史时空中的历史信息保持一致性。在这类似乎枯燥的中外历史年表中 ,

人们不仅找到了一种中西对照的标准体系 ,而且能够获取在《史记》等正史附录的年表中所具有的

历史的跳动和崭新的思考形式。传统中国的纪年法 ,无论是王朝年号的纪年还是天干地支的纪年 ,

都是始而复终 ,终而复始 ,逝去的王朝像一个个大圆圈 ,而接替的皇帝也像一个个小圆圈 ,王朝告终

或皇帝死去 ,纪年即重新开始。它们不像公元纪年法以一个年份将历史截然分成两段 ,又不断指向

未来的直线和屡加迭进的性质。正如黄金麟所指出的 :“将世界史所具有的纵时性发展 (diachronic

development) ,压缩成为一个同时性的他者 (synchronic other) ,对立于中国的存在。这种压缩和转

变包括两个重要的过程。第一是将世界历史的发展文本化 ,使数千或数百年的异国历史 ,通过文本

的简短形式纵时地再现于当下。第二是将这种再现结果与中国的国祚相联结 ,使中国的现在与未

来能置放在万国的世界中来评断。这种认识和评定能力的增长 ,使中国的知识界陷入前所未有的

焦虑。‘三千年未有的变局’(李鸿章语)成为此时共有的危机代语。———一种以过去、现在和未来

作为时间坐标的观点 ———成为普遍形式。”①

第三 ,中西时间观念的交融带来了一种时间心态的重要转变 ,从而形成历史叙事上一种宏阔的

历史视野。以往中国的时间观念 ,如天干地支纪年法 ,反映在个人记录自己生命的方法中是循环往

复的 ,如生肖记法 ,以 12 生肖的周而复始纪年。一个甲子 60 年 ,差不多正好是古人一生的平均寿

命 ,是一个人从懂事 (有自我意识)到死亡的大致时段 ,人在这一生中要碰到数次自己的生肖年 (本

命年) 。② 而年表体形式反映的是一种线性的时间观念 ,是对上述循环时间观的否定。这种个人记

录时间观念的转变比较突出的反映在晚清的一批史传作品中 ,如梁启超在传记作品中经常采用一

种在线性发展的中国时间上添加一个世界时间 ,从而形成一种特殊的“世界背景”。其在《三十自

述》中写道 :“余生同治癸酉 (1873)正月二十六日 ,实太平国亡于金陵后十年 ,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

一年 ,普法战争后三年 ,而意大利建国罗马之岁也。”③ 在《李鸿章》传记中 ,他用了一个强调时间的

副标题 ———“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在传记中 ,梁启超甚至将世界时间的“背景”作为主要的参考

构架 ,如“李鸿章之初生也 ,值法国大革命之风潮已息 ,绝世英雄拿破仑 ,窜死于绝域之孤岛 ⋯⋯盖

自李鸿章有生以来 ,实为中国与世界始有关系之时代 ,亦为中国与世界交涉最艰之时代。”④ 这种

“世界背景”在中国人物活动中的铺设 ,实际上是一种新的时间观念 ,即将中国人物的活动放到世界

的大背景下去考察 ,他后来还进一步提出同一时空下的“本国人与外国人性质相同 ,事业相同 ,可以

作合传”,如“清圣祖、俄大彼得、法路易十四都是大政治家 ,三人时代相同 ,性质相同 ,彼此都有交

涉 ,彼得、路易的国书 ,清宫尚有保存。替他们合作一传 ,可以代表当时全世界的政治状况 ,并可以

看出这种雄才大略的君主对内对外的方略。”⑤ 这种宏阔的历史视野的产生不是偶然的 ,与梁启超

阅读《四裔编年表》等西史译著有着密切的关系。

最后 ,《四裔编年表》不仅是中国第一部中西纪年合璧的外国历史大事记 ,也是东亚最早的一部

采用基督纪年的大事年表 ,对中国与东亚纪年问题的思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促发了清末民初关于

纪年问题的讨论。作为王位纪年、年号纪年和非政治性的干支纪年所构成的传统中国的主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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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 ,在鸦片战争后都无法面对近世世界所发生的激烈变化。“我国自明季以还 ,海航大开 ,欧美文

明 ,骤然东来 ,国际问题 ,因之丛生 ,所有活动 ,几无不与世界各国发生关系者。中西史日之对照 ,较

之上古中古 ,其用更繁。”① 1582 年历法修订后 ,最先在天主教各国使用 ,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

法国、波兰等国较早使用。1700 年以后 ,基督教新教各国也开始采用该历 ,英国则于 1752 年始用。

日本明治维新后脱亚入欧 ,1873 年也开始使用公历。② 19 世纪中期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就撰有

《西洋历法缘起》,强调“外洋历数定年 ,其每年二十三节气 ,分属每月每日 ,俱有一定之日 ,与中国之

立春或在十月 ,或在正月者不同。譬如外洋春分向在二月二十一日 ,其余可以类推 ,虽至数百年之

久 ,所差断无一日。是以变更 ,即善忘者 ,亦偶一翻阅而已。盖至三千八百六十年后 ,始差足一日。

此以日度定年 ,胜于以月度定年 ,有如是也。”③ 魏源认为 ,“自生民以来 ,际天所覆 ,大一统之国惟

中国。万里一朔 ,故正系王 ,王系春 ,以时改元纪号 ,整齐天下 ,编垂史册 ,各不相袭。此外九夷八

荒 ,自为风气 ,则皆各君其国 ,各子其民矣。”印度、西藏、蒙古用佛教纪年 ;回教部落用“天方默罕默

德辞世之岁纪年”;欧美“皆以天主耶稣降生之后纪年”。他认为“各自为朔 ,将棼然杂出 ,奚从纲纪

条贯矣”。④ 为了让人们清楚地了解中西历史纪年的顺序 ,他专门编制了《中国西洋纪年通表》,自

公元 1 年至 1841 年 ,以中国的王位纪年、年号纪年与西洋的公元纪年相对照。有学者以为这是今

天所能看到的最早一份系统的中西历对照表。但是 ,魏源绘制的只是一份以中国的王位纪年、年号

纪年与西洋的公元纪年相对照的“纪年通表”,并无大事记录。在中西对照的纪年下附有大事记 ,

《四裔编年表》尚属首创 ,即使在东亚地区也是最早的一种。受中国影响的日本、朝鲜和越南等亚洲

国家在历史上也采用帝王纪年法。类似于今天的中西大事对照年表 ,在日本是 1880 年才首次由内

务省地理局编纂的《三正综览》。⑤ 前述日本芦屋子著、尚之补、大馆正材校正的《和汉洋年契》,《东

西学书录》认为该书编年较之《四裔编年表》更糟糕 ,其中“伏羲以前帝号多本《路史》,而次《民离

光》,皆有年纪 ,西洋各国太略 ,不足读。纪本国事 ,神武以前无年纪 ,大率荒诞不足征 ;神武以后所

纪 ,核之《四裔表》,颇有出入。”⑥《四裔编年表》采用将传统中国王位纪年、年号纪年以及甲子记数

与公元纪年相结合的方式 ,表达共时性的事件和历时性的变化 ,这无疑是一项重要的历史进步 ,不

仅对于中国 ,对于亚洲也有积极的意义。《四裔编年表》输入的新形式也引发了后来关于纪年问题

的大讨论⑦,有建议用黄帝纪年 ,有主张“周召共和”纪年 ,或建议孔子纪年 ,还有唐尧纪年、夏禹纪

年等等。黄金麟指出 ,在这场纪元革命的争议中 ,各家建议都有一个以耶稣基督纪年作为参考模型

的影子的存在 ;都有一个共通之处 ,即寻找一个远古的圣王作为纪年的开端 ,从而形成一种类似耶

稣纪年的连贯时间的方法 ,以利史实的编排、记载和记忆。这种期望以一种单线、累积的方式来纪

年 ,主要也是受到耶稣纪年具有便利性的启示。⑧ 尽管梁启超主张采用孔子纪年 ,但他还是认为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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稣纪年“至今世界各国用之者过半 ,此泰西纪年之符号 ,逐渐改良 ,由繁难而至简便”①。钱玄同《论

中国当用世界公历纪年》一文更是大力推荐耶稣纪年 ,认为中国传统以皇帝王位年号纪年 ,但皇帝

常常会改元 ,像武则天 ,做了 21 年皇帝 ,竟改元 18 次 ,有的皇帝在一年中就改元 3 次。近代中国人

接触到西洋史上的基督纪年 ,觉得实在便利。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 ,无论讲时事还是讲古事 ,都和

世界各国有关联 ,用公元纪年法 ,可以看得一目了然。② 这种时间观念在清末中国渐渐得到普遍认

同。宣统末年 ,为筹备立宪而设立的谘议局曾奏请举国改用阳历 ,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时确立阳

历享有国定历法的正统地位。

三、余 　言

笛卡儿曾精辟地指出 ,时间乃是一种思想方式。③ 在任何一种文化形态中 ,控制时间体系和对

时间的解释者 ,就是社会生活的控制者。而接受一种时空观念 ,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接受了一种思

想方式和文化形态。在晚清中西文化冲突和交融的过程中 ,面对已经被突破的空间观念 ,作为官方

出版机构的江南制造局在出版和编纂过程中 ,通过“四裔”刻意维持着传统空间观念的同时 ,但却在

不经意之中传达了一种西方的时间观念 ,并以传统史书中“表”的形式将之与中国的时间观念进行

了交融。

基督教文化以其线性的时间观念取代了希腊的循环时间观念 ,规定了西方文明新的走向。历

史的观念、进步的观念和发展演化的观念 ,这些启蒙运动高扬的旗帜 ,只有在线性时间观念中才有

可能。④ 从这种意义上说 ,基督纪年的线性时间观念中蕴涵了“现代性”,或者说是这种时间坐标的

体系 ,为后来进入“现代性”样态之时间表成为可能。中国后来引入和接受进步史观 ,就是因为有公

历线性的时间观念作为一种铺垫。潘光哲认为 1896 年创刊的《时务报》所传达的世界知识 ,不仅开

启了中国人转换地理/ 空间概念的可能空间 ,而且该刊将“大清帝国纪元”与“西历”相比照来排比时

事 ,也让中国人调整了基本的时间坐标 ,时空坐标认识系统的转换 ,实亦可视为中国被编织进入“现

代性”样态之历史经验的一个面向。⑤ 如果我们同意这一见解的话 ,那么 ,这种转换时间坐标认识

系统而进入“现代性”样态之时间表似乎还可以向前推进 20 多年 ,换言之 ,可以上溯到 19 世纪 70

年代。

　　〔作者邹振环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 ,20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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